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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有族徽铭文的青铜鼎、成
套的酒器、数量众多的武器……
在近日开幕的“河东之光——山
西酒务头考古成果展”上，酒务
头遗址出土文物首次大规模展
出，带领观众走近商代贵族的精
神世界。

酒务头墓地位于山西省闻喜
县，是一处商代晚期高等级贵族
墓地，入选“2018 年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它的发现填补了晋
南地区缺少晚商遗存的空白，为
研究商代政治格局、商王朝与周
边地区其他势力的关系提供了珍
贵的新资料。”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科研管理部主任、酒务头墓地发
掘者高振华说。

此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
与山西省文物局共同主办，共展
出酒务头墓地出土的 170 余件/组
文物，并辅以国家博物馆收藏的
部分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出土文
物。

展览第一单元“边陲礼乐”
重点展示酒务头墓地的礼乐文明
发现。酒务头处于商王朝统治区
域的西部边陲，其大墓的形制、
青铜礼器组合和器型纹饰风格等
均表现出深受商文化的影响。墓
地中出土了种类丰富、造型各异
的青铜鼎，其中不乏一些形体较
大的重器，凸显其礼器功能。展
厅里的子匿圆鼎，深腹，圜底，
三足，表面饰兽面纹、雷纹，是商代晚期青铜鼎的典型样式。鼎内
壁铸有“子匿”铭文，应为族徽或人名。高振华介绍，酒务头不少
青铜器中都有类似族徽的铭文，由此判断该墓地应为“匿”族墓
地。墓主人所代表的族群在拱卫都城、调运资源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是晚商时期河东地区诸多地方势力中的翘楚。除了鼎、簋等礼
器外，酒务头墓地还出土了鼓、铃、铙等乐器。

第二单元“尚酒时风”反映了商代嗜酒的社会风尚。殷商贵族
嗜好饮酒，创制了各式各样的酒器，饮酒的仪式感比后世的茶道还
要强。展厅里有一组青铜爵，出土于酒务头墓地一座未被盗掘的墓
葬。爵兼具温酒、斟酒、滤酒等多种功能，常与盛酒的觚配套，作
为礼器组合出现在晚商墓葬中。“爵位”一词的来源就与爵的特殊意
义有关。此次展出的酒器还有觯、方彝、觥、提梁卣、斝等。其
中，一对纹饰精美的兽形觥格外引人注目。觥盖为龙首形，张口露
齿，唇上饰蛇纹，盖上饰龙纹和兽面纹，器身饰花冠凤鸟、长冠凤
鸟和弯角龙纹。据介绍，青铜觥最早出现于商中期，流行于商晚期
至西周早期，其后消失不见。

第三单元“兵戎重地”再现了当时的工具与武备情况。商灭夏
后，为了消除夏的残余势力给西北边疆带来的隐患，在晋南地带构
筑了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垣曲商城、东下冯商城等，作为拱卫王畿
地区的一道防线。“酒务头墓地位于垣曲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
交汇的要冲之地。这里曾是通往商王朝核心地区的重要门户，也是
古代从河南进入山西最便捷的通道之一。”高振华介绍。酒务头西南
部有运城盐池，沿着墓地往东南方向是中条山古铜矿带，因此成为
兵家必争之地。墓地内出土了象征王权军权和特殊地位的青铜钺、
卷首长刀等大型武器，还有数量众多的戈、矛、镞等进攻型武器，
显示出当时社会生活中军事气氛的浓重。此外，还有一些看似寻常
的手工工具出现在高等级墓葬内，这些工具可能跟车辆修理和“籍
田”等礼仪活动有关。

第四单元“装饰驾乘”展示与古人生活和出行相关的文物。如
轭首饰、鼻形饰、弓形器等车马用具，独具特色的青铜兽面形饰，
玉璧、玉璜、玉柄形器和造型生动的玉鱼、玉蚕等。

在文物展示之外，此次展览还通过墓室场景三维展示、考古现场
照片、考古发掘专题片等多种形式，将考古发掘的过程展现给观众。

据悉，展览将持续两个月。

据新华社电（记者殷耀、勿日汗）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
古研究所了解到，考古人员在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境内发掘了一处北
魏皇帝祭天遗址，此类遗址为国内首次发现。

这一遗址位于呼和浩特市区北面的大青山蜈蚣坝顶上，分布范
围约 1 万平方米，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被发现，但一直未被发掘。
自2019年开始，考古人员对遗址进行正式考古发掘，目前已初步明
确遗址形制和结构，并对其性质有了较为明确的定位。

在遗址中部发现一座皇帝祭天的圆形房屋遗址，房址内径约
15.5米，外径约32.5米，东南部留有宽约1米的门道，房内出土少量
祭祀用的陶罐。在圆形房屋外围有内外两道放羊、马等祭品的环
壕，从中出土少量马和羊的肢骨等。圆形房屋外边还发现内外两个
垓，应为皇帝祭天时文武官员陪祭站立的平台。

北魏 （386年—534年）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
立的统一黄河流域的封建王朝。“虽然史书上有不少关于北魏皇帝祭
天的记载，但在此次发掘之前没有发现过北魏皇家祭天遗址。”内蒙
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文平说。此处皇家祭祀遗址在形
制上结合了中原王朝祭祀礼制和北方游牧民族祭祀传统，年代上早
于西安隋唐圜丘和北京明清天坛，为研究中国古代皇家祭天发展
史、北魏祀天礼仪制度提供了珍贵实物证据。

据史料记载，北魏孝文帝494年迁都洛阳之前，“行幸阴山，观
云川”，即来到阴山祭天。张文平说，初步判断，此次发掘的遗址就
是孝文帝“观云川”的所在地。根据对出土文物的年代鉴定，推断
这一遗址使用时间大体在公元430年至490年之间。

民间力量与国家意志

记者：您的讲座主题是“敦煌与故宫——不同
力量铸就的文化丰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在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大背景下来看敦煌和故宫，它们
具有什么独特的意义？

王旭东：我在敦煌工作了 28年，去年 4月来到
故宫博物院。作为一名文物保护工作者，我很幸运
先后服务于这两大文化殿堂的保护。敦煌莫高窟和
故宫同在 1961 年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又在1987年成为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它们是
中国文化中最璀璨的明珠，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
丰厚的文化内涵。

人们来到敦煌，总会惊叹莫高窟的伟大，在
1700米的崖壁上开凿有735个洞窟，其中492个洞窟
有精美的壁画和彩塑。而更让人惊奇的是，这样一
个文化艺术宝库，为什么会诞生在荒凉寂静的大漠
戈壁之中？莫高窟的产生，与丝绸之路有着紧密的
联系。公元前 2 世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之后，汉
王朝在西北大漠设敦煌郡，修筑长城，建阳关、玉
门关。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汉文化与西
方世界沟通的咽喉要道。经过几百年中原文化的积
淀，敦煌做好了迎接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的准备。
公元 366 年，莫高窟诞生了。持续 1000 多年的开
窟、造像、绘画，创造了恢弘灿烂的佛教艺术瑰
宝。在莫高窟可以看到多种形制的洞窟、不同风格
的彩塑和内容丰富的壁画，它们反映了佛教在中国
的传播、发展历程和佛教艺术的演变，也是佛教中
国化的先驱。4.5万平方米的壁画，不仅表现了不同
时代佛教的主题，更生动呈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莫高窟是“墙壁上的博物馆”，为我们提供
了关于古代生活的无比珍贵的资料。在一些壁画中
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供养人的形象，他们来自不同的
民族、有着不同的身份，却因为共同的信仰在这里
开窟造像。由于丝路文化交流和民间信仰的力量，
才有了这个沙漠中的文化奇观。

故宫作为明清皇家宫殿，它的营建是国家意志
的体现。紫禁城的整体建筑格局沿袭了2000多年前

《周礼·考工记》 记述的建筑思想和历代皇城的建筑
规范，各个建筑的规模、形制代表着不同的等级，
彰显礼仪与制度。紫禁城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集大成
者，每一个细节都包含着不同意蕴的文化元素，让
人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比如太和殿、中和
殿、保和殿，这三大殿的名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

“和文化”。交泰殿里的匾额“无为而治”，表达了道
家的治国智慧。紫禁城建成于 600 年前，但它的历
史积淀绝不只是 600 年，而是要悠久深厚得多。除
了拥有壮美的古建筑群，故宫还收藏了海量的珍贵
文物。故宫 186 万多件藏品中，既有历代皇家的收

藏承袭，也有清宫从民间征集的珍品，还有宫廷制
作的礼仪和生活用品、大量的君臣作品以及明清编
撰书籍和明清档案。这些藏品包罗万象，汇集了我
们传统文化的精粹。故宫这座文化宝库的形成，主
要来自国家力量的推动，但它不只是体现皇家的意
志，更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今天的故
宫堪称厚重而又博大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承载者，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地。

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

记者：敦煌和故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推动
力和文化创造的路径，那它们之间有没有相同或相
似之处？

王旭东：在敦煌和故宫，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多
元文化的交融与互鉴。我想这是它们能够开出如此
灿烂的文明之花并且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绿洲，东来西往的僧侣、
商人和军队在这里歇息、补给，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宗教、艺术、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留下印迹。
在敦煌保留了早期印度风格的佛教洞窟、带有古希
腊爱奥尼柱的建筑绘画，从壁画中可以看到西域传
来的各种乐器，还有鲜卑、粟特、回鹘、党项、蒙
古等各民族的形象。尤其是藏经洞出土的各种语言
的文书和经卷，记载了不同民族的文化。我们发现
不同宗教的文献在一个洞窟里共存，这说明历史上
曾有多种宗教传播到敦煌，在这里和谐共生，但最
后只有佛教一直传承下来。

在故宫同样能看到多元文化融合的景象，其建
筑、藏品深刻记录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交融，大量的宗教建筑场
所又体现了不同宗教在皇室的共存。咸若馆和雨花
阁是佛教建筑，钦安殿是道教风格，坤宁宫是萨满
教祭祀的场所。延禧宫内的灵沼轩，是德国设计师
设计的西洋式建筑。倦勤斋的通景画，是由意大利
画家郎世宁和他的学生们借鉴欧洲教堂的全景画形
式移植到清宫。故宫收藏的外国文物也反映了中外
文化的交流，比如各式各样的西洋钟表，代表西方
科技的望远镜、日晷仪，来自日本、朝鲜、俄国的
工艺品和书画作品……

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绝，在长期演进过程
中，不断吸收借鉴域内外优秀文明成果。正是这种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胸怀，让我们中华文化不断
壮大，生生不息。莫高窟和故宫，都是中华文化博
采众长的结晶。

文化遗产的创新发展

记者：今年是紫禁城建成 600 年及故宫博物院

成立 95周年，也是莫高窟藏经洞发现 120年。回顾
这两大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能够得到哪些启发和
感悟？

王旭东：敦煌和故宫的有效保护，都离不开国
家的强大和重视。从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
文物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了莫高窟藏经洞，他报
告给当地的官员，但官员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那
个时候，清王朝已经奄奄一息，根本无暇顾及文化
的保护。一些国外探险家得到消息，来到这里，骗
走了一批又一批珍贵文物。这样令人心痛的浩劫，
就是发生在国运衰微、民族危亡的时代。1944 年，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才结束了敦煌石窟长期
无人管理、屡遭破坏偷盗的局面。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昔日的皇
家禁宫变成面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这是一个意义
重大的转变。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战火纷飞中，
故宫博物院开展了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里的文物
南迁。1.9万余箱文物有专人保管、清点，一路都有
军队护送，最终没有一件丢失，守住了我们国家的
文化瑰宝。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物保护
工作。故宫和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传承利用都
迈上了新的台阶，取得了许多历史性成就。在新时
代，这两大世界文化遗产都肩负着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使命。要把故宫
和敦煌的文物资源、数字资源、学术研究成果变成
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创意产品、文艺作品，要让文
物活起来，让文物蕴含的多元文化价值活起来，走
进当代人的生活，焕发出新的光彩。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物价值的挖掘、传播，也
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故宫博物院和敦煌研
究院一直都开展着广泛的社会合作，在整合社会资
源、运用先进技术、推动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都走
在前列。不久前，我们举办了“紫禁城建成 600 年
暨中国明清史国际学术论坛”，这是故宫博物院历史
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学术盛会，汇聚了国内外一流专
家学者的思想智慧和研究成果。在构建“平安故
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的事业发展
体系中，平安故宫是基础，学术故宫是核心，数字
故宫是支撑，活力故宫是根本。“四个故宫”的建设
不仅要靠故宫人来完成，也要吸引社会各界的关注
和参与。

今天，去博物馆“打卡”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对
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要创造良好的环
境，让大家从“打卡”逐渐转变为亲近这些文化遗
产，用心感悟文化遗产中的美，了解文物背后的故
事，体会创造这些文物的智慧。希望更多人能从古
代遗产中汲取文化的力量，获得精神的慰藉，激发
创造的灵感。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挖掘、研究、再创
造，为社会提供文化滋养，为子孙留下更多精神财富。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

交流互鉴铸就文化丰碑
本报记者 邹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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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发掘北魏皇家祭天遗址

10月20日晚，由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联合主办的清华
大学文化艺术大讲堂拉开帷幕。作为首期主讲人，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以“敦煌与故宫——不同力量
铸就的文化丰碑”为主题，为现场的师生讲述了敦煌与故宫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分享了自己在这两大
文化殿堂工作的感悟。本报记者特邀请王旭东院长，就读者感兴趣的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酒务头遗址出土的兽面纹鬲形鼎 杜建坡摄

故宫倦勤斋内景 故宫博物院供图故宫倦勤斋内景 故宫博物院供图

左图：故宫秋景
右图：故宫太和殿 故宫博物院供图

敦煌莫高窟九层楼 敦煌研究院供图敦煌莫高窟九层楼 敦煌研究院供图


